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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4 年是 ESG 概念正式提出 20 周年，20 年来 ESG 在研究和实践领域充满争议。本文

对 ESG 争议中反对 ESG 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将这些观点归结为三个方面：基于

价值理性对 ESG 合理性的否定，即认为 ESG 偏离企业目的、ESG 违背信义义务、ESG 是觉醒资本

主义；基于工具理性对 ESG 合效性的批判，即认为 ESG 不能为企业和投资者创造价值增益、内生

缺陷导致 ESG 无益于社会进步、表演式 ESG 严重危害可持续发展；基于交往理性对 ESG 合意性

的质疑，即认为 ESG 评级分歧引发 ESG 投资“噪音”和实践困惑、ESG 信息披露失真对利益相关

者造成损害。本文还对 ESG 抵制行动的消极影响效应、ESG 支持者对否定 ESG 观点的反驳、针

对 ESG 争议的应对策略、对 ESG 发展的理性反思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未来深

化 ESG 研究的重点方向。

关键词：ESG　企业社会责任　可持续发展　ESG 投资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概念，其发展过程中一直不乏质疑和批评，尤其是

近几年在美国掀起的一股抵制 ESG 的风潮和运动，更是将对 ESG 的质疑和批评推向高潮。与现实

中 ESG 饱受争议相伴随，学术界对 ESG 的质疑、批评、否定甚至反对的声音也一直未曾停歇，甚至成

为 ESG 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对 ESG 争议中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述

评，以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为框架对这些观

点和成果进行深度透视，同时对回应 ESG 质疑和批评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以期为中国 ESG 发

展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一、基于价值理性对 ESG合理性的否定

在 ESG争议中，首要和根本的是反对者从价值理性角度对 ESG合理性的质疑和否定，这也是 ESG
发展面临的最重大和最深刻的挑战。否定 ESG 合理性的观点是对 ESG 的一种价值判断，即否定 ESG
存在的价值意义及与企业目的的相符性，认为 ESG偏离了企业目的和初衷（Ramanna，2020），违背了基

本的信义义务原则（Lewis & Juravle，2010），并将其政治化为觉醒资本主义（woke capitalism）（Rhodes，
2021）。否定 ESG 合理性的观点本质上是对 ESG 的全盘否定，ESG 被看作企业发展、机构投资和社会

进步的“有害物”。

（一）ESG对企业目的的偏离

ESG 与企业目的的关系研究是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目的关系研究的延续，也是股东至上主义与

利益相关者主义争论的延续。ESG 反对者继承了企业社会责任反对者的衣钵，以股东理论为基础，

秉持股东利益至上的企业目的观，认为 ESG 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企业目的相偏离，因此 ESG 对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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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而言是不合理的。ESG 反对者的这一观点与历史上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四次大争论一脉相承，可

以认为是源于和拓展了四次大争论中企业社会责任反对者的主张，是其最新演绎和发展。第一次大

争论是 20 世纪 30—50 年代 Berle 与 Dodd 关于管理者受托责任的论战，其中 Berle 在争论的最初阶段

一直反对企业社会责任。Berle（1931）认为，管理者仅仅是股东的受托人，股东的利益总是高于其他

对企业有要求权的利益，所有被赋予的权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仅为所有股东的利益而行使，如果权

力行使会对股东利益造成损害，那么就应该限制这种权力。Berle（1932）在对 Dodd（1932）提出的企

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进行回应时认为，这一观点“只是理论，而不是实践”，再次强调企业存在

的唯一目的是为其股东赚取利润。不过，在这次大争论的过程中，Berle 转变了想法，在争论的后半

阶段，完全接受了 Dodd 的观点，即完全认同企业社会责任。

第二次大争论是 20 世纪 60 年代 Berle 与 Manne 之间关于现代公司作用的论战，Manne 对 Berle
提出的现代公司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进行了驳斥。Manne（1962a）认为，一方面，管理者并不具

备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因为介入捐赠和“做生意”所需的技能是不一致的，另一方面，企业在竞争激

烈的市场上销售产品将无法从事实质性的非利润最大化活动，否则企业很可能无法生存。Manne
（1962b）更是预言，企业社会责任将带来垄断权力和政府管制的增强，进而危及自由市场经济，因此

坚决反对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其后，Manne 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企业社会责任。

第三次大争论是 20世纪 70—80年代 Friedman与 Drucker之间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自由市场经济

之间关系的讨论，Friedman 对企业社会责任予以坚决反对。Friedman 长期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优越

性，坚持新自由主义主张，认为企业在满足股东或成员利益之外还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是从根本上

对自由经济特点和性质的错误认识，企业在自由经济中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公开、自由和没有欺诈

的竞争中实现利润最大化（Friedman，1962）。Friedman（1970）进一步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增加企

业利润的著名论断，被后来学者奉为 Friedman主义，也即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守法律和道德习俗

等基本社会规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多赚钱。1989年 Friedman在接受《商业与社会评论》杂志采访时再

次重申了这一观点。

第四次大争论是 2005年 Mackey与 Friedman、Rodgers关于利润是手段还是目的的辩论，Friedman、
Rodgers对 Mackey（2005）反对 Friedman主义并提出顾客第一的观点进行了反击。Friedman（2005）直

言不讳地说，“我认为 Mackey关于‘企业慈善是一件好事’的直白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企业将花在

慈善上的钱用于自身所熟悉的生意上，那将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进一步指出，利润最大化从私人

角度来看是目的，但从社会角度来看则是手段。Rodgers（2005）对 Mackey的观点也进行了批评，声称利

润第一，对于企业利益相关者被允许控制股东财产的主张表示反对。

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四次大争论的延续，2010年以来 ESG 支持者与反对者仍然围绕股东至上主义

与利益相关者主义展开争论。ESG 反对者继续沿着 Friedman 的路线，将 Friedman 主义作为信奉的

教条，认为 ESG 与长期以来的股东至上主义相悖，不符合企业作为经济组织或商业组织的本质特征

和股东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企业践行 ESG 将会偏离企业目标和设立初衷。Orlitzky（2015）认为，

Friedman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批判尽管经常受到企业社会责任支持者的不公平攻击，但它一直是对的，

时至今日仍然有效。Ramanna（2020）也认为，Friedman（1970）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增加企业

利润”的论断在 50 年后依然成立，企业的事业就是商业，不应期望企业解决社会的非市场问题。

Bebchuk & Tallarita（2020）甚至对 Friedman 主义进行拓展，认为股东至上理论能够鼓励管理者负责

任。在 ESG 反对者看来，ESG 会阻碍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相关的增长、创新和繁荣，破坏个人、机构

和国家层面的自由利益（Padfield，2023）。

（二）ESG对信义义务的违背

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是受托人对其受益人负有的义务（Sandberg，2011），即受托人在法律和

道德上都有义务为其受益人提供最大利益服务（Held，2023）。在大多数国家，信义义务被认为是机构

投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原则。信义义务包括顺从义务、忠实义务、注意或审慎义务和公正义务（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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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其中忠实义务和审慎义务是机构投资中最为重要的信义义务，前者的核心是唯一利益或排他性

利益规则，后者则要求受托人必须遵循审慎投资者规则。

自社会责任投资运动兴起以来，机构投资者有目的地考虑 ESG 因素与信义义务要求是否一致一

直是激烈争论的问题。尽管许多人认为，2005 年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UNEP FI）委托 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律师事务所编制的“Freshfields报告”已经解决了 ESG 投资与信义义务是否冲突的

问题（Sandberg，2011），该报告认为 ESG 投资与信义义务在某些情况下相一致，但 Sanders（2014）认为

这一结论是基于对 ESG 投资的误解和对判例法的误读，事实恰恰相反，忠实义务和审慎义务都要求阻

止 ESG 投资。在现实中，许多机构投资者认为，他们对受益人的义务与考虑 ESG 因素的想法之间存

在冲突（Lewis & Juravle，2010），信义义务问题被认为是 ESG 推广的一个特别棘手的潜在障碍

（Pollman，2022）。2015 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PRI）等机构在《21 世纪的信义义务》报告中声

称，它们已经结束了关于 ESG 投资与信义义务的争论，得出结论认为投资者有积极责任去整合 ESG 议

题（Sullivan et al.，2015），但它们也承认 ESG在股东或唯一利益信义规则下是有问题的。为了厘清信义

义务是否确实妨碍 ESG投资实践和决策，2016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和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两个

机构发起了一个为期四年的项目，并在《21世纪的信义义务》最终报告中得出结论，重申投资者有义务和

责任在投资实践和决策中整合 ESG议题（Sullivan et al.，2019），但他们所宣称的“结束了关于 ESG投资

与信义义务的争论”并没有真正实现，在美国许多受托人对 ESG投资仍然持怀疑态度（Schanzenbach & 
Sitkoff，2020）。

在 ESG 反对者看来，ESG 投资掺杂了追求社会与环境价值等其他目的而做出投资决定，具有混合

动机，违反了唯一利益规则，不符合忠实义务要求。与此同时，ESG投资决策具有极强的主观性，ESG投

资策略的运用伴随一定的风险性，ESG投资的风险和回报目标与信托往往难以合理匹配，违反了审慎投

资者规则，不能满足审慎义务要求。由此，ESG反对者断言，除非法律特别允许或者强制要求，否则 ESG
投资与信义义务相违背，考虑 ESG 因素会造成不适当的信托责任敞口（Martin，2009）。一些学者也认

为，如果受托人考虑 ESG 因素，那么他们必然会违背信托义务（Muir，2022），至少附属利益型（collateral 
benefits）ESG 投资不符合忠实义务要求（Schanzenbach & Sitkoff，2020）。Pollman（2022）认为，投资组

合经理和其他受托人将 ESG议题纳入投资非常模糊，而且往往因为认为考虑这些问题会在法律上被阻

止而遭到抵制。

（三）ESG是觉醒资本主义

“觉醒”（woke）最早指的是“了解最新情况”，后来是指“警惕种族或社会歧视和不公正”（Thomason 
& Sitzmann，2023）。但在今天，这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仅仅意味着警惕社会不公正，而是指

对虚假的、肤浅的和政治正确的道德施加影响的人（Rhodes，2021）。虽然觉醒仍然可以被用作赞美，但

现在这个词已经被“武器化”和变得“有毒”（Warren，2022），成为反美国、反社会公正、反批判性种族理

论的指代（Zavattaro & Bearfield，2022）。基于此，Douthat（2018）首次提出“觉醒资本主义”术语，指的是

一种大企业接受进步的左翼政治做法、语言和形象的体系（Foss & Klein，2023），常被用于批判企业公

开支持“进步”政治事业并承担传统上由国家负责的政治角色。随着美国政治中保守民粹主义倾向的

日益强烈，觉醒资本主义被嘲笑为一个暗示“自由派精英”（liberal elites）和“正确的”激进主义的宽泛

术语。

如今，美国关于 ESG 的辩论越来越被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ESG 成为一个充满激烈争论和所谓

“政治迷雾”的舞台（Cort，2023）。在以保守派为代表的 ESG 反对者看来，ESG 延续了觉醒主义和取

消文化（cancel culture），认为 ESG 只是一种在正常政治渠道之外强加觉醒的进步理想和限制的方

式，它不公平地歧视某些企业，并鼓励人们将其作为“敌人”予以“取消”（Green & Kishan，2022），由

此将 ESG 讥讽为觉醒资本主义。他们声称，任何关于环境或社会风险对企业长期影响的考虑都是

觉醒资本主义，即使不是非法的，也应被废除（Davison，2022），因为企业高管缺乏参与觉醒政治的知

识和机会主义动机的潜力（Wright，2023），觉醒资本主义会把股东的钱浪费在让高管自我感觉良好

—— 147



2024 年第  3 期

的行为上。特别是，美国主流保守派和极右翼团体越来越多地将 ESG 视为他们对政治左派和觉醒

政治发动的更广泛的文化战争的一部分。

除了直接攻击 ESG 是觉醒政治外，一些反对者还将 ESG 贴上“觉醒洗涤”（woke washing）的标

签，认为支持 ESG 的企业是在假装觉醒。觉醒洗涤是指企业声称参与或关心社会问题，但其某些或

所有行为却与这一声称不一致（Sobande，2020），它意味着企业披着社会意识的外表却没有任何实质

行动。ESG 反对者认为，许多企业都存在虚伪行为，经常跟风支持具有社会意识（socially‑conscious）
的运动，它们支持 ESG 议题和意识形态被认为是过分热心、表演性或不真诚的，本质上是觉醒洗涤或

一定程度的觉醒表演。这种洗涤或表演是企业试图用其认为在社会问题上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美化

自己（Fan，2023），比如企业在外部宣称支持“进步事业”，但在内部却并不认真对待（Foss & Klein，
2023），Vredenburg et al.（2020）批评这种洗涤或表演是与企业实践或目的不一致的社会激进主义。

二、基于工具理性对 ESG合效性的批判

关于“ESG 是否有用”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也是 ESG 反对者从工具理性角度对 ESG 进行批判

的核心内容。ESG 反对者秉持 ESG 的工具主义观，显性或隐性地假设 ESG 是实现个体目的或社会

目的的手段，他们批评现实中 ESG 不能满足企业和投资者个体追求价值增益的目的，也没有实现推

动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Pucker & King，2022），因此质疑甚至否定 ESG 的合效性。对 ESG
合效性的批判实际上是一种 ESG 无用论或消极论，借此否定 ESG 存在的工具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ESG不能为企业和投资者创造价值增益

按照工具理性的观点，无论是基于获取内部合法性还是催生企业和投资者实施 ESG 的动力，抑

或是着眼推动 ESG 发展的可持续性，ESG 都应当能够为企业和投资者带来价值增益或者匹配性的

好处。然而，ESG 反对者认为，ESG 与企业经营缺乏联系或者只有有限联系，与企业利益最大化相

分离，ESG 相对企业的传统运营方式和投资者的传统投资模式，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回报，甚至

出现了更差的结果，企业或投资者从支持和参与 ESG 倡议中并不能得到收益奖励，在很多情况下可

能还会损害其价值获益能力。The Economist（2022）批判性地认为，善行会带来更优的财务表现是

令人怀疑的，践行 ESG 的激励不够直接。Pucker & King（2022）指出，ESG 投资让投资者承担更高的

成本，但长期来看并不一定能够带来高于市场的回报。在 ESG 反对者看来，不能为企业和投资者创

造价值增益，将使 ESG 在企业内部失去合法性，并对于机构投资者作为受托人是否尽到受托义务形

成严重质疑和挑战。

从企业来看，践行 ESG 能否增进企业财务绩效是 ESG 反对者关注的焦点，这一问题也是 ESG 研

究中长期争论的、久而未决的难题。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大量实证研究，尽管多数研究结论呈

现为积极的，但也有部分否定性结论和无关系结论（Friede et al.，2015；Coelho et al.，2023），因此尚没

有明确一致的证据表明 ESG 是否能提高企业财务绩效（Rau & Yu，2024），这也是 ESG 反对者的基本

观点（Pucker & King，2022）。对于否定性结论，既有 ESG 表现对企业短期财务回报产生消极影响的

观点，也有 ESG 表现与企业长期收益呈现负相关的结论。前者如 Giannopoulos et al.（2022）通过实证

研究发现，ESG 行动会对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产生消极影响；后者如 Rojo‑Su  rez & Alonso‑Conde
（202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 ESG 政策在短期内对企业价值创造几乎没有影响，但长远来看更好

的 ESG 表现会因为替代效应而导致企业表现出更低水平的价值创造。ESG 反对者一方面质疑 ESG
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更倾向于赞成二者之间关系的这些否定性结论，并依此反

对企业践行 ESG。

从投资者来看，ESG 投资相对传统投资方式是否有更优回报是 ESG 反对者提出的疑虑，也是

ESG 投资研究中关注的重点问题。ESG 反对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 ESG 超额收

益，那些 ESG 投资组合能够带来正向超额收益的论断都是有瑕疵的（Bruno et al.，2022），ESG 投资

收益并没有好于甚至差于传统投资方式，这一观点也被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所支持。从二者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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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来看，Atz et al.（2023）通过对 2015—2020 年间发表的 1141 篇经过同行评审的主要论文和 27 篇

主席评审（meta‑reviews）进行研究发现，ESG 投资的财务收益总体上与传统投资没有区别；Long et 
al.（2024）通过对全球 45 个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ESG 投资不能绝对地产生超额收益。从 ESG
投资收益差于传统投资方式来看，Barber et al.（2021）的研究表明，影响力基金的税后内部收益率比

传统风险投资基金低 4.7 个百分点；Raghunandan & Rajgopal（2022）对美国自我标榜为共同基金的样

本开展实证研究发现，ESG 基金在同一资产管理公司和同一年内的财务表现不如其他基金。此外，

ESG 反对者还指出，ESG 投资基金的现实表现不佳，甚至弱于传统基金，由此反对 ESG 投资。

（二）内生缺陷导致 ESG无益于社会进步

ESG 的初衷和最终目的是要通过企业和投资者的行动助力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与社会问题，推

动社会进步和健康发展。人们期待 ESG 能够发挥环境治理和社会治理功能，ESG 被定位成实现环境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然而，ESG 反对者认为，ESG 本身就存在严重的固有缺陷，这些缺陷

不仅使得落实 ESG 变得困难甚至容易误入歧途，而且会导致与 ESG 的初衷和最终目的相偏离，结果

是 ESG 并不能发挥其所声称的环境治理和社会治理功能，无法真正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无益于推动社会进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批判性地指出，尽管 ESG 通常是善意的，但它存在严重缺

陷，不能完成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任务，无法拯救地球（The Economist， 2022）。Pucker & King（2022）
也批判性地认为，ESG 投资无法应对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紧迫环境和社会挑战，因为现实中的 ESG 投

资并未带来额外的环境或社会影响，没能形成有意义的社会或环境结果。

在 ESG 反对者看来，ESG 具有天然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 ESG 从诞生起就具有两种含

义，但人们从来没有费心去解开它们，所以整个行业的言行都是相互矛盾的（Kirk，2022）。第一种含义

是投资组合经理多年来对 ESG 投资的理解，也就是在评估资产潜在的经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时考虑

ESG 议题，属于 ESG 投入。第二种含义是大多数人对 ESG 的看法，即用他们的钱做正确的事情，属于

ESG 产出。Kirk（2022）认为第一种含义只是将 ESG 议题作为投资的一个风险调整因素，与 ESG 投资

于道德、绿色或可持续资产的第二种含义完全不同。其次是 ESG 内嵌相互冲突且难以调和的多元复

杂目标，不能为不可避免的权衡取舍提供协调一致的指导（The Economist，2022）。ESG 反对者认为，

虽然 ESG 的三个元素 E、S 和 G 各自在技术上都能够实现，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可能出现目标方向的

冲突。目标冲突使得企业和投资者在决策中经常需要对 ESG 的各个元素进行平衡取舍（Rau & Yu，
2024），但 ESG 并不能为其平衡取舍决策提供有效指导。最后是 ESG 落实在微观上是企业对所有利

益相关者利益的考虑，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经常会相互冲突。企业如何对多个利益相关者相

互冲突的经济和非经济利益做出平衡取舍与调和是一个巨大的难题（Amis et al.，2020），但这种平衡取

舍又是非常普遍的（Bebchuk & Tallarita，2020）。ESG 反对者认为，对此并没有一个最优选择，即使存

在这样的选择，也不确定企业能否得到股东的明确授权。

除了天然缺陷外，ESG 反对者认为强调单一的财务实质性（financial materiality）是 ESG 存在的

设计性缺陷，这一缺陷导致企业的 ESG 实践和 ESG 投资出现目的与手段的本末倒置，形成系统性偏

差，从根本上引发 ESG 的环境治理和社会治理功能失灵。财务实质性是指企业中对整体绩效有关

键影响的 ESG 议题或因素（Schiehll & Kolahgar，2021），其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投资者。ESG 反对者

对过度强调 ESG 的财务实质性进行了批判，警告只关注财务方面的狭义实质性是令人担忧且严重

错误的。Pucker & King（2022）认为，ESG 的设计将利润和地球割裂开来，ESG 投资所依赖的 ESG
评级都是建立在单一的财务实质性基础上，仅仅关注不断变化的世界对企业损益的影响，而不是相

反，其真实目的是要保证股东利益。Simpson et al.（2021）在对明晟（MSCI）的 ESG 评级体系进行抨

击时也指出，这一体系是用于计算 ESG 的潜在影响对企业的影响，只专注于衡量风险或者回报的经

济价值，而不是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没有抓住企业可持续性影响的实质。Delgado‑Ceballos et 
al.（2023）认为，虽然强调 ESG 财务实质性有助于推动社会和环境议题融入金融市场估值，但这样会

导致企业只考虑影响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议题，而其余议题则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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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演式 ESG严重危害可持续发展

ESG 要发挥其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目标落地工具的作用，需要企业和投资者“真心”和付诸真

实行动去践行 ESG，将 ESG 要求全面融入企业运营和投资者投资行为，切实创造增量社会价值，最大

限度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然而，ESG 反对者认为，现实中企业和投资者普遍没有真心践行 ESG 的意愿

与行动，ESG 大量被用作营销噱头和骗人工具，ESG 脱耦（decoupling）、伪 ESG 和漂绿（greenwashing）
行为大行其道，形成所谓的表演式（performative）而非真实的 ESG。在他们看来，ESG 已经成为漂绿、

可持续发展目标洗涤（SDG washing）、目的洗涤（purpose washing）、觉醒洗涤的代名词，这些表演式

ESG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误导消费者和投资者，对利益相关者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造成严重危害。

Pucker & King（2022）批判性指出，ESG 基金的推销材料通常对社会或环境愿望做出崇高的声明，但附

属细则却显示其真正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润。

漂绿被认为是最主要和最受关注的表演式 ESG，也是 ESG 反对者抨击得最为激烈的 ESG 异化现

象。漂绿是“任何误导人们对机构的环境绩效、实践或产品过于相信其正面性的沟通”（Lyon & 
Montgomery，2015），包括企业漂绿和机构投资者漂绿（Rau & Yu，2024）。企业漂绿是企业在 ESG 上

的实际表现与承诺的或声称的不相符，夸大自身的 ESG 表现。Pendse et al.（2023）在文献研究的基础

上识别出六种漂绿行为：选择性披露、解耦、转移注意力、欺骗性处理、可疑授权和贴标签、公开的自愿

行动不足。Montgomery et al.（2023）将漂绿研究区分为以与消费者静态沟通为特征的漂绿 1.0 阶段，

以对利益相关者、中介机构和议题动态管理为特征的漂绿 2.0阶段和以对未来叙事创作为特征的漂绿

3.0 阶段，这实际上也是企业漂绿行为演进的刻画。机构投资者漂绿是投资基金在没有经过严格的

ESG 质量评估的情况下声称其是 ESG 基金，进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误导投资者。Kim & Yoon（2022）
的研究表明，美国的活跃共同基金在加入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后，基金级 ESG 绩效和回报没有改

善，意味着基金对 ESG 投资的承诺成了漂绿工具。

除了漂绿，企业还会被诱惑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洗涤（SDG 洗涤），这也是 ESG 反对者抨击的另

一种 ESG 异化现象。ESG 反对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可能代表另一种用于伪装的时髦修

辞概念（Bebbington & Unerman，2018），企业会通过象征性承诺可持续发展目标来提高社会对其的

接受度（Manes‑Rossi & Nicolo，2022），这实际上就是为了提升企业在利益相关者中的形象而采取的

SDG 洗涤行为。SDG 洗涤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精心挑选即关注最容易实现而不是最相关或最能

影响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彩虹洗涤（rainbow washing）即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象征性承诺以与联合

国和丰富多彩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关联起来，只报告积极贡献而忽略负面影响，披露虚假或误导

性信息，提供虚假承诺（Jürine，2023）。针对企业 SDG 洗涤行为的存在性问题，Heras‑Saizarbitoria et 
al.（2022）研究了 97 个国家的 1370 个组织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特征，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表面

参与，涉嫌 SDG 洗涤。

三、基于交往理性对 ESG合意性的质疑

关于 ESG 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可行性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一问题也颇具争议性，ESG 反对

者从交往理性角度对此持否定态度。交往理性为理解 ESG 提供了新视角，ESG 在现实中的合意性

需要多主体在 ESG 互动中形成交往理性，同时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等三大有效性要求。沿

着这一逻辑和思路，ESG 反对者对多主体间的 ESG 互动未能形成交往理性进行批判，重点批评了饱

受诟病的 ESG 评级分歧和 ESG 信息披露失真，并基于此否定了 ESG 在现实中的合意性。对 ESG 合

意性的批判实际上是对现实中 ESG 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质疑，否定 ESG 的交往理性价值和现

实可行性。

（一）ESG评级分歧引发 ESG投资“噪音”和实践困惑

ESG 评级是联结 ESG 投资与企业 ESG 实践的纽带，是 ESG 价值链的重要环节，它一方面为投资

者的 ESG 投资决策提供依据和基础，另一方面能够对企业 ESG 实践方向和行为方式发挥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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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ESG 反对者认为，ESG 评级行业整体处于混乱之中（Charlin et al.，2022），ESG 评级分歧严重，

对投资者、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都容易带来信息混乱并引发其困惑，ESG 评级的纽带作用和引导

功能完全丧失。在他们看来，ESG 评级行业需要彻底改造（Charlin et al.，2022），他们甚至认为 ESG
评级已经变得毫无用处（Serafeim，2021）。实际上，ESG 评级分歧近年来受到大量关注（Brandon et al.，
2021），成为 ESG 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热点和难点，学者们围绕 ESG 评级分歧的存在性、形成原因和

影响效应开展了大量研究，呈现出较多争论，其中包括许多对 ESG 评级分歧的批判观点。

ESG 评级分歧的存在性受到包括 ESG 反对者在内的一致认同，许多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

一方面，不同评级机构对单个企业的 ESG 综合评级存在分歧，甚至出现了不同 ESG 评级机构对同一

企业的评级结果完全相反的情况。Chatterji et al.（2016）对六个公认的社会评级的收敛有效性（一致

性）进行评估发现，它们对 ESG 评价的一致性很低，平均成对相关系数处于 0.13～0.52 之间。Dimson 
et al.（2020）比较了三家评级机构对六家知名大公司的 ESG 评级结果发现，它们对同一家公司的评级

差异明显，而三家评级机构 ESG 评级指数的成对相关系数平均值只有 0.45。Berg et al.（2022a）利用

六家主要评级机构的 ESG 评级数据对评级分歧进行综合研究发现，各评级机构的 ESG 评级指数之

间的成对相关系数处于 0.38～0.71 之间，平均为 0.54，远远低于信用评级之间的相关系数 0.99。另

一方面，不同评级机构对企业在 ESG 各维度上的评级存在分歧，不同维度的分歧程度呈现出差异

性。Brandon et al.（2021）基于七家评级机构的 ESG 评级数据对 ESG 各维度的评级分歧进行分析发

现，它们对企业的社会和治理维度的评级分歧高于综合评级，成对相关系数最低的是治理维度，只有

0.16，而最高的环境维度也仅仅为 0.46。基于普遍严重的 ESG 评级分歧，ESG 反对者认为 ESG 评级

的可信度受到严重削弱，ESG 评级的价值大打折扣。

ESG 评级分歧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总体上可以归结为评级机构因素和被评级企业因素，前者

包括评级机构的特点和评级体系的差异，后者包括企业规模与行业差异（Dimson et al.，2020）、企业

ESG 信息披露（Christensen et al.，2022），其中学者们对评价机构因素更为关注。Chatterji et al.（2016）
认为，不同评级机构的 ESG 评级要保持一致，需要对 ESG 有共同的理论化（common theorization）和可

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他们发现不同评级机构对 ESG 缺乏共同的理论化和可公度性较差是造成

ESG 评级分歧的关键原因，这也被 Gangi et al.（2022）的实证研究所证明。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Berg 
et al.（2022a）识别了 ESG 评级分歧的三个来源，包括范围差异即评级基于不同属性集的情况、测量差

异即评级机构使用不同指标衡量相同属性的情况、权重差异即评级机构对各属性的相对重要性看法不

同，发现测量差异是导致 ESG 评级分歧最主要的来源，其次则是范围差异。不同于其他学者从显性层

面的解释，Eccles et al.（2020）从评级机构社会发源（social origins）的隐性层面探究了 ESG 评级分歧产

生的原因，认为评级机构的原籍国、创始人、最初的使命和第一批客户等社会发源因素会对其 ESG 评

级体系进行社会建构，且 ESG 数据的生成和使用都要经历几个阶段的社会建构，这些情境化因素导致

了不同评级机构 ESG 评级方法和数据特征的差异。在 ESG 反对者看来，多样化原因尤其是社会发源

因素以及缺乏共同的理论化和范围差异、测量差异，使得 ESG 评级分歧难以弥合。

尽管 ESG 评级分歧是“好事”还是“坏事”尚不清楚（Serafeim，2021），有一些学者认为 ESG 评级

分歧具有积极作用（Brandon et al.，2021），但 ESG 反对者总体上认为 ESG 评级分歧会产生消极影

响。在他们看来，ESG 评级分歧不仅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噪音（Berg et al.，2022b），在市场参与者之间

造成混乱，而且会使企业在评估自身 ESG 绩效和改善 ESG 表现上感到困惑，在企业之间造成市场预

期的混乱。从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看，一方面，ESG 评级分歧会损害 ESG 信息披露的可信度，降低

投资者解读和吸收 ESG 信息的能力，增加 ESG 投资的风险，加剧投资者选择目标公司的难度

（Gangi et al.，2022），降低投资者的参与度，损害 ESG 投资市场的潜在增长。ESG 评级分歧会导致更

高的有效风险规避、更高的市场溢价和更低的股票需求（Avramov et al.，2022），部分投资者受时间精

力限制可能会规避出现 ESG 评级分歧的企业，从而降低这类企业的股票交易活跃度，影响股票流动

性。另一方面，ESG 评级分歧会对股票回报和波动性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Tan & Pan，2023），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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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分歧越大，股票的总波动性和异常波动性会越高（Avramov et al.，2022），损害企业价值。从对企

业运营的影响来看，ESG 评级分歧不仅使得管理者难以判断低评级是由企业运营的 ESG 表现糟糕

还是评级机构的理念或衡量方法不一致造成的，进而降低企业提升 ESG 绩效的积极性（Chatterji et 
al，2016），而且会因信息不一致使得外部利益相关者信息成本增加，无法对管理者的行为进行有效

监督，管理者可以以评级机构采用的评级方法差异为借口掩盖漂绿行为，增加企业未来漂绿的可能

性（Hu et al.，2023）。

（二）ESG信息披露失真对利益相关者利益造成损害

ESG 信息披露是 ESG 评级和 ESG 投资的基础，能够为投资者提供价值相关的信息（Schiehll & 
Kolahgar，2021），减少企业与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促进企业 ESG 绩

效和企业价值的提升（Brooks & Oikonomou，2018）。然而，ESG 反对者认为，现实中 ESG 信息披露

不充分、质量较差现象较为普遍，企业的 ESG 信息披露经常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Michelon et 
al.，2015）。由于企业的 ESG 报告面临着行为挑战、数据基础挑战、方法挑战和情境挑战（Chopra et 
al.，2024），因此 ESG 报告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 ESG 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在 ESG 反对者看来，

ESG 信息披露质量较差使得 ESG 本应发挥的积极功能无法实现，相反，可能会对利益相关者利益和

社会利益都造成损害。

ESG 信息披露质量主要体现在完整性、实质性、可靠性和可比性四个方面，ESG 反对者认为目

前企业的 ESG 信息披露在这四个方面普遍表现不佳。完整性不足是 ESG 信息披露中的一个突出问

题（Michelon et al.，2015；Garcia‑Torea et al.，2020），核心表现是企业对 ESG 信息的选择性披露。目

前在大多数国家 ESG 信息披露仍然是自愿性的，没有一套被普遍接受的披露原则和标准，企业对于

如何衡量和报告 ESG 表现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Tsang et al.，2023），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选

择性地披露对其有利的非财务信息，故意少披露或回避对其不利的信息，不报告那些恶化的 ESG 指

标。Einwiller & Carroll（2020）通过对福布斯 500 强榜单中的 75 家企业的 ESG 报告内容进行分析发

现，平均只有不到 1% 的报告内容披露了失败、不足或挫折相关信息，表明这些企业忽略了某些有负

面影响的披露或者进行半真半假的报告。

缺乏实质性是 ESG 信息披露质量不佳的重要表现（Amel‑Zadeh & Serafeim，2018），其后果是无

法满足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 ESG 实质议题的关注要求，影响其相关决策。缺乏实质性

首先体现在企业根据自己解释的实质性来挑选关键可持续性影响议题，缺乏由外而内的实质性评估

方法，难以准确识别可持续性影响议题（Ramanathan & Isaksson，2023）。虽然企业提供了过度冗长

的叙述性信息，但却只是被视为积极管理利益相关者看法的象征性做法（Michelon et al.，2015；
Garcia‑Torea et al.，2020），并没有准确披露实质性的可持续性影响议题。缺乏实质性的另一个体现

是实质性偏差，只强调单一的财务实质性而非双重实质性。强调单一财务实质性使得企业只披露那

些影响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议题（Delgado‑Ceballos et al.，2023），而忽略披露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具有

重要影响的其他可持续性议题。

可靠性不高是 ESG 信息披露质量饱受质疑的关键因素，主要表现为准确性不足、自我粉饰和缺

乏外部鉴证。从准确性不足来看，数据可信性和影响评估方法局限性是 ESG 信息披露面临的重要

挑战（Chopra et al.，2024）。Pinnuck et al.（2021）研究了“全球财富 250 强”（G250）企业的 ESG 报告中

披露的不可靠定量信息的数量，分析了这些报告的重述（restatement）频率和重述幅度，发现 39% 的

报告有一个或多个分项重述，且重述幅度非常大，中位数约为 10%。从自我粉饰来看，企业可能会对

自愿披露的 ESG 信息进行印象管理，ESG 信息披露有时候被认为是企业自吹自擂并且缺乏可信性

（Tsang et al.，2023），相当多的企业漂绿行为都与 ESG 信息披露相关（Montgomery et al.，2023；
Pendse et al.，2023）。从缺乏外部鉴证来看，由于 ESG 信息披露没有强制要求必须经过第三方审计

和鉴证，且 ESG 数据的多样化、模糊性和离散性使得对 ESG 报告的鉴证变得更加困难（Tsang et al.，
2023），因此只有少数企业的 ESG 报告经过了第三方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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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ESG 信息披露在实践中越来越普遍，但它们通常缺乏可比性和一致性（Eng et al.，2022），对

ESG 信息披露质量产生了消极影响。特别是，缺乏跨企业的可比性被认为是投资者将 ESG 信息整合

到投资流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成为投资者使用 ESG 信息的主要障碍（Amel‑Zadeh & Serafeim，

2018）。缺乏可比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化的 ESG 信息披露框架，不同企业依据不

同框架和标准披露的核心指标或者指标衡量方法不一致，由此导致披露的 ESG 指标在企业间缺乏可

比性。在自愿性 ESG 信息披露情境下，企业管理者对披露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其可以每年改变 ESG 披

露指标和衡量方法（Tsang et al.，2023），结果必然是企业的 ESG 信息披露缺乏纵向可比性。

四、对质疑和否定 ESG的回应

面对 ESG 反对者的质疑、批判和否定，尤其是在美国兴起的 ESG 抵制运动，ESG 支持者对它们

进行了审视和回应，借此也对 ESG 发展问题展开了理性反思。尽管如此，目前对 ESG 质疑和否定进

行回应的相关研究尚不多，特别是缺乏学理性、系统性的深度研究成果，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 ESG
抵制行动的消极影响、对否定观点的反驳、对争议的应对与反思。

（一）ESG抵制行动的消极影响

越来越广泛的 ESG 争议正在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ESG 抵制行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受到关注。ESG 抵制行动产生的最直接影响是对 ESG 健康发展造成伤害，企业 ESG 实践和 ESG 投

资因而遭受挫折，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更大挑战。在美国，一方面，抵制 ESG 在州一级正在通过立

法得到快速推进，包括撤资法案和 ESG 禁令两种形式（Padfield，2023）。截至 2023 年 3 月，美国已有

20 个州通过或正在考虑制定 ESG 抵制法案（Allen，2024）。另一方面，以保守派为代表的 ESG 抵制

人士把 ESG 视作觉醒资本主义，将其卷入更广泛的文化战争，ESG 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这

两个方面的 ESG 抵制行动对企业 ESG 实践和 ESG 投资形成显性或隐性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

企业和投资者对 ESG 的信心。基于此，Shanor & Light（2023）认为 ESG 抵制立法正在对企业形成困

扰。Cutter & Glazer（2024）指出，现在许多美国企业领导人在有意识地规避 ESG 这一曾经被广泛使

用的术语，以避免监管审查或政治批评。ESG 抵制行动对 ESG 投资的冲击更为直接和显著，撤资法

案明确限制了机构投资者在投资中对 ESG 因素的考虑，投资者撤离 ESG 投资的情况开始出现。根

据美国晨星经理研究公司（Morningstar Manager Research）的统计数据，2023 年投资者从美国可持续

基金中撤资达到 130 亿美元（Bioy et al.，2024）。

除了对企业和投资者的影响外，ESG 抵制行动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也开始被关注。一方面，这些经

济影响表现为 ESG 抵制政策推动地方借贷成本提高，增加了纳税人负担。Garrett & Ivanov（2023）以

得克萨斯州为对象，研究了 ESG 抵制政策对金融市场扭曲的影响。得克萨斯州于 2021 年颁布法律，

禁止市政当局与具有某些 ESG 政策特点的银行签订合同，由此导致五家最大的市政债券承销商退出

该州。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以前依赖现有承销商的市政债券发行人更有可能在法律实施后协商定

价并产生更高的借贷成本，并估算在该法律实施后的前八个月，得克萨斯州实体将为 320 亿美元的借

款额外支付 3.03 亿~5.32 亿美元的利息。另一方面，这些经济影响还体现在 ESG 抵制政策对地方产

业的影响，尤其是对其需要保护的传统能源行业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保护目标。Allen（2024）通过比较

得克萨斯州二叠纪和新墨西哥州二叠纪的油气钻井活动，实证研究发现得克萨斯州的 ESG 抵制政策

在实施后的八个月内对新的钻井活动没有显著影响，对其经济影响也不显著，表明这些旨在保护得克

萨斯州油气产业的 ESG 抵制政策是无效的。

（二）对否定 ESG观点的反驳

针对反对者对 ESG 的否定，ESG 支持者进行了反驳，大致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首先，现代企业存在的目的应当超越纯粹的商业利润，由股东利益至上转向企业与利益相关者、

企业与社会的价值共赢，而 ESG 则与这一企业目的转向相匹配。ESG 支持者对否定 ESG 赖以存在

的理论根基即 Friedman 主义进行了再批判，认为其经济学基础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了。Frie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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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立论基础即完全自由市场下个体利益与社会福利具有一致性在现实中并不成立，自由企业的

利润最大化不足以产生健康的社会与经济，企业目的应以社会福利为基础，从更广泛的社会视角予

以界定（Bagha & Laczniak，2015）。Mayer et al.（2020）在 Friedman 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增加企

业利润”的著名论断 50 年之际，对这一论断进行了驳斥，认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 Friedman 主义对社

会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现在需要的是确保企业履行与其影响力相匹配的社会责任，Friedman 的股

东至上信条实际上“已死”。Edmans（2023b）认为股东利益与社会利益并不冲突，通过渴望为社会创

造价值的目的驱动，企业可以同时增加股东价值和利益相关者价值。

其次，ESG 投资与信义义务并非一定冲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 ESG 投资与信义义务的协调。

Held（2023）对“ESG投资一定违背信义义务原则”的论断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一论断是建立在错误的前

提假设基础上，其中包括：假设所有投资者都是相同的，用于投资的钱是投资顾问的而非投资者的；如果

将投资 ESG 表现更优的企业的行为认定为非法，那么这是政府对自由市场体系的严重过度干预；如果

将信义义务简单地界定为客户获取最高的回报，那么其计算是基于不完备的信息，因为财务收益率并

未考虑“做生意”的全部成本。Gary（2019）认为，只要投资策略不涉及牺牲财务回报，那么即使忠实义

务被定义为仅为受益人的财务利益行事的义务，使用包含 ESG 标准的投资策略也不会违背忠实义务。

同时，由于 ESG 整合策略能将传统财务指标与企业 ESG 行为或风险相关的信息结合起来，以改进对企

业投资潜力的分析，因此审慎投资者应在投资决策中考虑 ESG因素。Schanzenbach & Sitkoff（2020）认

为，风险回报型 ESG投资与任何其他积极的投资策略相同，符合忠实义务要求和审慎投资者规则，是被

允许的。

再次，将 ESG 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是错误的，会使 ESG 反对者走进战略“死胡同”。ESG 支持者

认为，以保守派为代表的 ESG 抵制人士将对企业和行业前景的有效财务评估与政治对手的意识形态

价值观混为一谈，将特殊的意识形态注入财务决策本质上是基于价值观的 ESG（values‑based ESG）而

非基于价值的 ESG（value‑based ESG）（Schulp，2023）。保守派通过立法抵制 ESG 并没有给所在州带

来经济利益，其真正目的是压制觉醒的思想，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或者政治目标驱动的行为（Shanor 
& Light，2023），坚持这些 ESG 抵制立法将会使他们陷入战略“死胡同”（Seymour，2023）。Edmans
（2023a）认为，ESG 反对者给 ESG 支持者贴上觉醒的标签是不专业的，ESG 并不是一场必须选边站的

辩论，不能将 ESG 视为一场政治斗争。

最后，ESG 不完美但其问题并非不能解决，应当从根本上回归 ESG 的正确、真实问题和长期价

值驱动因素定位。ESG 支持者认为，虽然 ESG 不完美，它不可能解决一切社会与环境问题，但却不

能否认它是一种进步。ESG 反对者对 ESG 提出的许多批判、质疑和挑战都是“夸大其词”，或者至少

部分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解决（Pollman，2022）。针对 ESG 反对者批判 ESG 合效性和合意性

的观点，既有学者从技术层面对特定观点做出了驳斥性的回应，如对 ESG 消极性企业价值效应的否

定（Albuquerque et al.，2019）、对 ESG 评级分歧消极影响的不同看法（Brandon et al.，2021），也有学者

从根本上对 ESG 反对者的观点进行了批判。Minguela（2022）认为 ESG 被误解了，其核心问题是“我

们如何实现一个更可持续的地球和一个更公平的社会”，ESG 反对者的批评实际上源于错误的问题，

这些问题和批评不仅与 ESG 核心问题无关，而且会产生混乱。Edmans（2023a）认为 ESG 非常重要

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应当从长期价值视角将其定位成长期价值驱动因素，如果这样的话，对 ESG
的争论就变得没有意义。

（三）对 ESG争议的应对与反思

面对 ESG 争议尤其是抵制 ESG 的言论和行动，企业和投资者应当如何应对成为一个难题，对此

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大体上有坚决反对、务实主义和分类应对三类观点。从第一类观

点来看，Winston（2023a）认为企业领导者必须对 ESG 抵制行动坚决说“不”，密切关注并吸取三个教

训，包括不要让嘈杂的声音阻碍企业做其应该做的事情、对于政策问题不能袖手旁观、坚持做正确的

事情而不向抵制 ESG 的人屈服。从第二类观点来看，Cort（2023）认为企业和投资者应采取务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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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走出“既实施 ESG 战略又应对 ESG 反对者”的困境，其途径是采取三项主要行动，包括企业必须

明确 ESG 战略并充分说明为什么 ESG 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企业和资产管理公司必须重视 ESG
数据标准化，企业和投资者必须开展尽职调查。从第三类观点来看，Winston（2023b）依据批评的广

度（关注狭隘的 ESG 或者更宽泛的可持续性）和批评的动机（好意或恶意）两个维度，将 ESG 反对者

区分为四类，并针对每一类反对者提出了应对策略。对于过时的传统主义者，他们关注狭隘的 ESG
并恶意批评，其应对策略是寻找具有长远眼光的投资者，继续为应对环境和社会挑战的行动提供商

业理由。对于真实的批评者，他们关注狭隘的 ESG 并善意批评，其应对策略是倾听、对话并参与推

动 ESG 不断完善。对于社会保守派，他们关注更宽泛的可持续性并善意批评，其应对策略是听取各

种观点和声音，允许反对者说出自己的想法，坚持一致性价值观并与其沟通。对于政治剥削者

（political exploiters），他们关注更宽泛的可持续性并恶意批评，其应对策略是不能坐视不管，不要屈

服于他们，与其他企业合作共同应对，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做正确的事情。

面对 ESG 争议所带来的挑战，ESG 发展向何处去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对此学者们在对质疑和

否定 ESG 的观点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议，包括改进式和换道式两个发展方向。改进式是保持

在 ESG 术语的轨道上对 ESG 表现出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改进，以实现 Shastry（2023）所呼吁的“让 ESG
再次伟大”。改进式 ESG 发展方向主要聚焦于增加或减少元素让 ESG 概念变得更加精准（Pollman，
2022），加强对漂绿的防范和监管以使 ESG 回归真实（Pendse et al.，2023），优化 ESG 衡量与评级方

法体系以适度减少评级分歧（Charlin et al.，2022），完善 ESG 信息披露规则和监督以提升披露质量

（Darnall et al.，2022）。换道式是在深刻理解 ESG 核心要义的基础上不再使用 ESG 术语，赋予其一

个全新名称，从而在新的轨道上实现更好的发展。质疑和否定 ESG 的观点并不能说明应该放弃所

有基于 ESG 的实践努力，但应该对 ESG 进行重大反思或改变话语（Pollman，2022）。Edmans（2024）
指出 ESG 正在遭受各方的攻击，ESG 的真正信仰者希望继续实践 ESG 但又想赋予其一个不同的名

称，提出以“理性可持续”（rational sustainability）取代 ESG。

五、评述与展望

2024 年是 ESG 概念正式提出 20 周年，20 年来 ESG 在研究和实践领域充满争议，而近几年在美

国兴起的 ESG 抵制运动更是将这些争议推向高潮。ESG 反对者质疑、批判和否定 ESG 的理由多种

多样，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这些挑战和批评不可能得到最终解决，但

了解 ESG 的争议和不确定性有助于投资者、企业和监管机构采取更加深思熟虑的行动（Pollman，
2022）。同样，尽管否定 ESG 的观点中充斥着将 ESG 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的错误思想，其很多论断

也都难以立得住脚，但如 Edmans（2023a）所言，即使 ESG 反对者说的 90% 是错的，10% 是对的，那么

这 10% 意味着我们可以比以前更能了解 ESG 情况，为反思和推动 ESG 更健康发展提供了机会。目

前，学者们对 ESG 争议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重要进展，为深化 ESG 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和广阔思

路，但现有的相关成果较为分散，仍然处于初步研究阶段。

针对 ESG 争议尤其是 ESG 反对者提出的关键问题，未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研究：首先是

深化对 ESG 概念与内容边界的研究，形成对 ESG 理解的最低限度共识。ESG 争议的出现在相当程

度上都与对 ESG 概念的理解和内容边界界定有关，而目前对于 ESG 是什么完全缺乏共识（Larcker 
et al.，2022），反对者与支持者、不同反对者所言的 ESG 是具有完全不同含义、不同期望和不同影响

的事情，未来需要对 ESG 做出更加清晰准确、相对科学、较为统一的界定。其次是深化对 ESG 基础

理论的研究，形成对 ESG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支撑。ESG 反对者对 ESG 的许多批判和攻击都源

于 ESG 尚缺乏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ESG 实践中的许多偏离现象也都与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相关，未

来需要在 ESG 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一以贯之地回答 ESG 的根本性问题，打造支撑 ESG 存在

和发展的理论根基。再次是深化对 ESG 抵制行动的经济与社会影响效应研究，形成更加全面客观

理性的判断。目前对 ESG 抵制行动产生的影响效应研究成果尚少，少量定性研究主要是笼统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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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对企业和投资者的影响，个别实证研究聚焦于对美国所属州的经济影响。未来一方面可以在微

观层面开展实证研究，真正揭示 ESG 抵制行动对企业和投资者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应当关注美国

ESG 抵制运动的跨国溢出效应，评估 ESG 抵制行动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最后是深化

对 ESG 争议的回应策略研究，形成应对 ESG 反对者的系统性策略体系。在微观层面拓展研究企业

和机构投资者应对 ESG 反对者的基本取向、回应模式和策略选择，在中观层面深化研究 ESG 产业的

价值创造机制、ESG 信息披露和评级改进策略、表演式 ESG 的治理策略，在宏观层面创新研究国家

应对 ESG 抵制行动的战略取向、制度安排和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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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ESG Controversies

XIAO Hongju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Summary： This year mark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rmal introd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concept， and the ESG research and practice have been full of controversies in the past 20 years， 
which has become even more intense in recent years. These controversies pose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SG， but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rational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hot ESG.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main views and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opposing ESG，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response to criticism of ESG， and looks forward to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Firstly， ESG opponents deny the rationality of ES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rationality， i. e.， they deny the 
value significance and purposiveness of ESG. Based on the shareholder theory， ESG opponents uphold the corporate 
purpose view that prioritizes shareholder interests， and believe that ESG deviates from the corporate purpose of 
maximizing shareholder interests. In their view， ESG investment violates fiduciary obligations unless specifically 
permitted or required by law. At the same time， they attack ESG as “woke capitalism”， label it as “woke washing”， and 
believe that ESG should be abolished even if it is not illegal.

Secondly， ESG opponents critic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ES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 e.， 
they deny the instrument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ESG. ESG opponents believe that ESG fails to create added 
value for enterprises and investors， which will make ESG lose its legitimacy within enterprises and pose serious doubts to 
whethe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s trustees， have fulfilled their fiduciary obligations. In their view， ESG has serious 
inherent flaws that prevent it from effectively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ssues， and are not conducive to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They further believe tha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so‑called “performing” rather than “real” 
ESG in reality， which pose serious risks to the interests of stakeholder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irdly， ESG opponents question the desirability of ES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 e.， 
they deny th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value and practical feasibility of ESG. ESG opponents argue that ESG ratings are 
highly divergent， which will lead to information chaos and confusion to investors， enterpris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and 
the “bond” and guiding function of ESG ratings are completely lost. In their view， the inadequate and poor ESG 
disclosure is common in reality， and ESG disclosure by enterprises is often symbolic rather than substantive， which is 
detrimental to the interests of stakeholders.

Fourthl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findings on responding to ESG opponents， which include the impact of 
ESG‑boycotting actions， refutation of opposing ESG views， and response and reflection on ESG controversies. 
ESG‑boycotting actions have multiple negative impacts. ESG supporters criticize the argument that denies the foundation 
of ESG and politicizes and ideologizes ESG， and believe that ESG is imperfect but its problems are not insurmountable. 
There are three ways for enterprises and investors to respond to ESG opponents： resolute resistance， pragmatism， and 
classified response. Based on reflection on views opposing ESG， scholars have proposed two directions for ESG 
development： improvement and channel switching.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directions for deepening research on ESG controversies， especially the key ESG issues 
that ESG opponents are concerned about. At present， research results on ESG controversies are relatively scattered， and 
related research is still at the preliminary stage.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research on ESG concepts and 
content boundaries， ESG basic theories，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of ESG‑boycotting action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for ESG op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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